
第 43卷　第 4期
2025年 12月

天 文 学 进 展
PROGRESS IN ASTRONOMY

Vol. 43, No. 4
Dec., 2025

doi: 10.3969/j.issn.1000-8349.2025.04.02

大尺度电流片精细演化湍流耗散

研究进展

马志阔 1,2,3,4，付泽华 1,2,3,4，李 燕1,3,4，赵 洋5,6，李永兵 5,6，

王 武7，颜 辉8，钟 英8，朱伯靖 1,2,3,4,9

（1. 中国科学院 云南天文台，昆明 650216；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3. 中
国科学院 天文大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12； 4.云南省太阳物理与空间目标监测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126；
5.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6. 中国科学院 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地球系

统数值模拟与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9； 7. 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中国科
学院中心，北京 100083； 8. 中山大学 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广州 510006； 9. 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太阳爆发活动被普遍认为产生于电流片中的快速磁重联过程。在该过程中，三维湍流磁

重联耗散区内的湍流耗散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研究湍流耗散项对大尺度电流片中磁能耗

散的影响，需同时考虑湍流流动属性（大尺度、宏观动力学尺度）以及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

理学尺度）之间的耦合精细演化过程。湍流耗散由湍流张量（包括磁场、电场、速度场、温度

场、压力场等）共同作用产生，在不同尺度控制方程下的表达式各不相同，且远大于经典耗散。

从理论、观测和数值模拟三个方面出发，系统梳理并展望了大尺度电流片精细演化过程中湍流

粘性耗散与湍流电阻耗散的研究进展。首先，总结了典型太阳爆发事件的物理模型及触发机制，

重点阐述了大尺度电流片分形模型中湍流磁场重联及湍流耗散的精细演化研究进展及应用，涵

盖湍流粘性耗散与湍流电阻耗散；随后介绍了湍流耗散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对未来湍流

耗散研究方向和前景进行了展望，同时指出了若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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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丰富多彩且频繁发生的太阳大气活动中，“一磁两暴”现象是太阳物理与空间天气研

究领域的基本科学问题，“两暴”现象是指太阳耀斑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这两类剧烈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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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观测和模拟研究表明，“两暴”过程中的磁能释放主要发生在特征厚度为十兆米量级、

特征时间为分钟量级的湍流电流片，通过三维重联快演化过程实现；期间伴随着显著的能

量释放、多波段辐射增强、等离子体加热以及高能粒子加速等现象
[1–14, 16–19]

。

在太阳爆发事件中，伴随巨大能量（1022 ∼ 1025 J）的释放过程，典型爆发事件能够在
几分钟至数小时的特征时间尺度内，将高温等离子体物质（质量1011 ∼ 1013 kg）以每秒几十
千米到几兆米的速度抛射到行星际空间。这些抛射物质包含电子、质子、氦以及其他重离

子，构成了多组分（氢约占 73%，氦约占 25%）、多丰度、多同位素的粒子群，其能量覆盖
100 keV、100 MeV、1 GeV量级[1–14, 16–28] ;这些高能粒子流、电磁辐射和物质抛射是引起空间
天气灾害的直接原因，会对在轨飞行器、航天员及地面用电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

[2–9, 16–21, 23–30]
。

自 2019年启动的第 25太阳活动周，目前已进入峰值期，太阳表面黑子数量显著增加，
耀斑活动强度明显增强。这一活跃期的到来对我国以载人登陆及月球基地建设为代表的深

空探测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空间天气与环境研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被纳入多个国家级战略规划：在《中国科学发展战略｜空间科学》和《空间天文学的战略

地位｜中国空间科学 2035发展战略》中，被确立为关键战略课题；在我国首个《国家空间
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中，被列为 5个科学主题和 17个优先发展方向之
一。同时，这一问题也是当前本领域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现有的研究表明，太阳爆发过程中快速重联过程与大尺度电流片中的三维重联湍流耗

散项密切相关，其中湍流耗散的几何精细与物理精细过程研究是核心关键点
[3, 5–9, 16–21, 29, 31]

。本

文系统介绍了大尺度电流片中湍流耗散的精细演化研究成果，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进行了展望。第 2章重点介绍典型物理模型及触发机制；第 3章深入介绍大尺度电流片内
的湍流研究，包括湍流分形模式和湍流重联过程；第 4章详细介绍大尺度湍流耗散研究进
展，包括平均场理论、跨时空耦合机制以及湍流耗散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着重分析了跨

时空耦合尺度下的湍流耗散研究进展；第 5章陈述了湍流耗散的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与潜在
突破点；最后，指出了若干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2 太阳爆发物理模型及触发机制

太阳大气活动研究是典型的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太阳等离子
体湍流研究经历了湍流大尺度阶段

[32–34]
、流动属性宏观尺度动力学阶段和粒子属性动理学阶

段
[7–9, 32, 34–50]

，逐步揭示磁能与等离子体能间传递与耗散机制，并发展出多种模型。在观测研

究方面，Tsuneta等人[51]
发现重联与太阳耀斑的关联性，为建立标准耀斑模型提供了重要的

观测证据；Sui和 Holman[52]
发现耀斑中大尺度电流片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Van Driel-Gesztelyi

等人
[53]
通过直接观测证实了日冕物质抛射与活动区重联的关联关系；Zhou等人[54]

发现了耀

斑爆发三维磁绳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这些发现为研究太阳爆发机制提供了观测证据。迄今

为止，耀斑/日冕物质抛射中爆发期能量主要来自电流片中的磁场重联[21, 29, 55–60]
，典型的爆发

模型及触发机制主要包括：CSHKP爆发模型[61–65]
、Lin-Forbes爆发模型[21, 56–58]

、新浮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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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机制
[55, 66–69]

和缰绳截断触发机制
[59, 60, 70–75]

。

2.1 CSHKP爆发模型
受日全食冕流图像和 Petschek重联模型的启发，Carmichael[61]提出了一个太阳耀斑理论

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太阳表面存在磁性相反的磁区，这些磁区通过闭合磁环结构相互连接。

在耀斑产生过程中，内侧闭合磁环受对流层与光球层之间的对流运动影响，导致磁场剪切

增强；同时，外侧较弱闭合磁环在扰动作用下，磁环顶部随着磁场膨胀而向上扩张，磁力线

被拉伸形成蘑菇状结构。这一过程最终在中性线上方形成电流片
[61]
。

Sturrock[62]
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耀斑起始于重联点附近撕裂模不稳定性，该过程向下

加速粒子轰击色球，向上产生激波和等离子体抛射。Hirayama[63]
则进一步引入日珥来解释耀

斑前过程，提出日珥爆发后会在电流片两侧引起磁场结构的剧烈变化；伴随磁场拓扑结构

的改变，等离子体从电流片两侧流入，并驱动 Petschek重联，在中性点下方形成充满热等
离子体的耀斑环

[62]
。

Kopp和 Pneuman[64]
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提出磁场构型中性点在磁压力作用下从日冕

底部上升，同时闭合磁力线转变为开放磁力线，在边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系统最终恢复到

耀斑前的构型。这些 20世纪 80年代建立的模型统称为“Kopp-Pneuman模型”，Shibata[76]
提

出将其更名为“SHKP 模型”，Sturrock[77]
进一步提出在“SHKP”前面加上“C”，以纪念

Carmichael的贡献。经过 Shibtata等人[65, 78]
的持续完善，该模型最终被称为“CSHKP模型”。

2.2 Lin-Forbes模型
基于 Forbes和 Priest[79]的研究结果（见图 1a)），Lin和 Forbes[56, 57]提出 Lin-Forbes模型。

该模型将磁场结构描述为由无力通量绳磁场和光球层表面两个极性相反的磁源共同形成的

背景磁场。随着磁源间的半间距 𝜆逐渐减小，在 4.00 ∼ 0.97范围内，每个 𝜆均对应一个磁

绳稳定平衡高度。当 𝜆 = 0.97时，磁绳存在两个不同的平衡高度，其中在 𝜆 = 0.97且 ℎ ≈ 1
处，磁绳位于临界点且处于较高能量状态。

当处于较高能量状态的磁绳失稳上升时，其下方会形成一个大尺度电流片。该电流片

一端连接磁绳，另一端则位于光球层边界处。在考虑耗散的情况下，大尺度电流片内发生

磁场重联时，其下端会脱离光球表面并与重联过程中形成的耀斑后环相连接，而上端仍保

持与磁绳的连接，从而在连接处形成两个不同的“Y”型中性点；随着磁张力和束缚力的逐
渐减小，磁绳最终被抛射出去，形成日冕物质抛射。

2.3 新浮磁通量触发日冕物质抛射模型
基于 Feynman和Martin[80]

关于新浮磁通量（环）与日冕物质抛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
Chen等人[55, 66–69, 81]

通过数值和理论分析发现，新浮磁通量在某些情况下可触发暗条爆发或形

成日冕物质抛射，进而提出了新浮磁通量触发日冕物质抛射模型。

当背景磁场为顺时针而新浮磁通量（环）方向为逆时针时，新浮磁通量（环）会与磁通

量绳下方的磁环发生重联，导致部分磁场消失和局部磁场压强降低（见图 2a)）。随后，两
侧磁化等离子体在磁压力梯度作用下向内运动，冻结的磁力线在磁通量绳下方或中性线上

方附近积累形成一个大尺度电流片。该电流片中的磁重联驱动磁通量绳向上运动，最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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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磁通量绳半径与光球表面磁场源点间距离比；b)爆发过程磁场位形变化。

图 1 Lin-Forbes模型[56, 57, 79]

成日冕物质抛射事件。若新浮磁通量（环）的方向与背景磁场方向相同（均为顺时针方向），

则不利于磁通量绳下方磁环与新浮磁通量（环）发生磁场重联，导致暗条通道内或低日冕

磁场增强；此时，新浮磁场与磁绳发生磁重联，驱动磁通量绳向下运动，则不会产生日冕物

质抛射
[55, 67–69, 81]

。

当背景磁场和新浮磁环均为顺时针方向时，新浮磁环与磁通量绳上方的覆盖磁场发生

重联，导致磁场结构重组（见图 2b)）；磁通量绳上方的覆盖磁场对磁通量绳的磁张力减弱，
促使磁通量绳向上加速运动。磁通量绳下方的磁化等离子体向内运动，在中性线上方附近

积累，最终在磁通量绳下方形成一个大尺度电流片。若新浮磁场为逆时针方向，则向下的

磁张力增强，导致磁通量绳向下运动，同样不会产生日冕物质抛射
[55, 67–69]

。

总之，无论是在暗条通道内还是暗条通道外边缘，有利于磁场重联发生的新浮磁通量

（环）会导致磁通量绳失去稳定，并在磁通量绳的下方或磁中性线上方附近形成一个大尺度

的电流片
[55]
。大尺度电流片内的快速磁场重联是驱动日冕物质抛射、暗条爆发和 EIT波形

成的重要条件
[82–85]
。

2.4 缰绳截断触发日冕物质抛射模型
基于日冕物质抛射源区磁场位形极性相反的特点，Machado等人[86]

发现了耀斑/日冕物
质抛射事件是由双极磁场间的相互作用和重联过程所驱动，Moore等人[70, 71]

进一步提出双极

磁场结构驱动日冕物质抛射的理论模型框架，并对爆发前的磁场结构及其变化、爆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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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出现在暗条通道内；b)出现在暗条通道外；c)出现在暗条通道内（上侧），出现在暗条通道外（下侧）。

图 2 新浮磁通量触发日冕物质抛射模型
[55, 66–69]

中重联发生处，以及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Moore等人[72]
对

标准双极耀斑爆发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爆发过程中磁场结构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在

爆发前，双极磁场结构由内部核心磁场与外部包络/覆盖磁场组成，几何上表现为多个椭圆
形场线包围核心磁场；核心磁场具有明显非势性，沿磁源中性线运动，磁场足点位于中性线

附近
[72]
。爆发开始时，剪切核心磁场的相互作用引发重联；在限制性爆发阶段，由于重联释

放的能量不足，磁通量绳难以冲破上方的包络/覆盖磁力线，无法形成爆发，向下加速的粒
子与色球相互作用会形成足点（黑色区域）

[72]
。随着重联进入后期，磁通量绳向上运动，剪

切核心磁场形成扭曲的磁通量绳，包络磁场膨胀，在开放磁场区域形成一个大尺度电流片，

其横截面与二维爆发图像一致
[72]
。

Jiang等人[59, 60, 73–75]
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丰富和发展。Jiang等人[60]

利用观测磁场数据，

以光球速度场和矢量磁场为主要驱动，模拟研究了纯剪切磁拱重联触发的太阳爆发机制，研

究表明：沿磁场反转线的剪切磁场非势性增强；剪切日冕磁场逐渐形成具有强电流的 S形
磁结构，随着剪切磁拱内部磁场准静态膨胀和挤压，内部逐渐形成垂直电流片，重联驱动快

速爆发；伴随内部不稳定性的出现，驱动电流片不断分形，形成复杂的湍流相干结构和强

烈的湍流重联，并在磁通量绳前方形成一个激波。Jiang等人[74]
提出了失败爆发模型：在初

始阶段，核心耗散区发生重联，形成脉冲式磁通量绳爆发；随着磁绳的上升，周围积累的磁

通量抑制了其进一步上升，只有当磁通量绳下方形成的电流片发生重联时，才能完成喷发；

当磁通量绳高度超过流环不稳定性临界高度时，磁通量绳继续上升并发生大幅度旋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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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磁场拓扑结构显著变化，在磁通量绳和上覆场间形成电流片，重联破坏磁通量绳，留下两

个连接核心磁场和背景磁场的横向磁拱。

3 大尺度电流片分形模型及湍流重联

鉴于太阳活动的复杂性和当前观测技术的限制，关于太阳爆发的物理模型及其触发机

制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和完善，特别是在精细演化过程的研究方面。除了第 2章介绍的几类
经典爆发物理模型及触发机制外，还有多种其他类型的模型及触发机制。其中，Tajima[87]

和

Shibata[88, 89]
提出了湍流分形模型，通过在电流片内引入分形湍流磁场结构，能够有效分析精

细演化过程，为研究大尺度电流片中的湍流耗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本章

将详细介绍该模型及其在湍流重联研究中的最新进展。

3.1 湍流分形模型
分形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随尺度变化的自然规律，表现为在不同尺度上具

有自相似性，不同类型的结构形态具有各自独特的自相似性，通常用自相似分形指数来量

化描述
[90]
。湍流则是由湍流张量的扰动高频小量引发，通过混沌和不稳定性发育形成的一

种流动紊乱现象，其几何结构在不同尺度上也呈现出分形自相似属性。在大尺度电流片的

三维湍流重联过程中，耗散区内磁场湍流和流场湍流几何结构在流动属性大尺度、湍流动

力学宏观尺度、湍流微观动理学尺度均表现出自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磁场湍流和流场

湍流自相似指数并不相同，反映了它们在结构和演化上的差异性（见图 3）[8, 9, 32–34, 46, 47, 91]
。

（1）流动属性大尺度。电流片在全局尺度上表现为理想等离子体，其湍流特性用雷诺数
衡量。当全局尺度保持不变时，在冻结条件下，流速增加会导致雷诺数相应增大；当雷诺数

达到临界值时，系统整体开始呈现紊乱运动。此时，湍流表现为小尺度涡的形成（磁岛/等
离子体团）。随着湍流的进一步发育，众多小涡之间相互作用导致湍流加剧，表现为大尺度

涡的形成（磁岛/等离子体团通过相互作用融合并逐渐增大）；同时，雷诺数继续增加。湍流
能量密度随尺度的减小而降低，呈现出能量级联传递的特征。当尺度减小至柯尔莫哥洛夫

尺度以下时，能量开始耗散。对于已充分发育成熟的大尺度湍流，能量传递与耗散过程可

描述为：湍流动能从大尺度涡向小尺度涡传递；当惯性力占主导地位时，能量继续传递；当

粘性力占主导地位时，能量开始耗散（见图 3）[8, 9, 17, 18, 91–94]
。

（2）湍流流动属性宏观动力学尺度。能量传递与耗散通过流场湍流与磁场湍流的相互
作用实现。在局部尺度上，流场扰动与磁场扰动的共同作用会引发磁场和流场的不稳定性，

进而形成流场湍流和磁场湍流。随着湍流的发展，其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当湍流扩展到宏

观尺度时，磁雷诺数显著增大；而当湍流成熟时，磁雷诺数达到临界值。能量传递-耗散过
程表现为：电流片内的湍流结构（表现为不同尺度的涡）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小尺度的分形

结构。这些电流片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控制着动能和磁能从大尺度到小尺度的传递，在耗

散尺度上还会影响磁能与等离子体能之间的转换机制
[8, 9, 95–106]

。

（3）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尺度。湍流的特征尺度从宏观全局尺度逐渐过渡到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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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b)表示湍流相干结构[87–89]；c)—e)单电流片模拟[5–9]；f), g)多电流片模拟[5–9]。高质量真彩图请参见 URL:
https://pan.cstcloud.cn/s/sN0GbCkuSro

图 3 湍流分形模型

局部尺度。随着尺度的减小，在湍流充分发育并进入复杂非线性阶段时，磁雷诺数在 10左
右，此时其已不再适合作为衡量湍流剧烈程度的依据。在宏观全局的大电流片中，存在众

多微观局部空间尺度的小电流片，宏观全局尺度的湍流实际上是众多微观小尺度湍流电流

片在宏观大尺度上的集合平均效应的体现
[5–9, 32, 34, 45–50]

。

人们对大尺度电流片湍流分形属性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Furth等人[107]
的研究

表明，当电流片的长度与厚度之比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不稳定性会引发波长较大的扰动（超

过电流片宽度），从而促进电流片的发展，并导致电流片被撕裂形成多个不同尺寸的磁岛。

Biskamp[108]
进一步发现，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稳态重联失稳，并伴随多个磁岛的出现。Shibata

等人
[88, 89]
和 Tajima等人[87]

提出，当次级电流片内不稳定性增长时间小于扰动波长以阿尔芬

速度传播的时间时，次级撕裂会发生，并形成新的次级电流片；进而在其内部产生新的磁

岛，最终在整个电流片内形成许多连接宏观与微观尺度的小磁岛；Shibata和 Tanuma[88]
还发

现，当分形特征尺度降低至离子或电子特征尺度时，分形过程会停止。在 Shibata的研究基

https://pan.cstcloud.cn/s/sN0GbCku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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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Tenerani等人[109, 110]
建立了递归分形模型，指出当第一次分形伦奎斯特数 𝑆1 = 1012时，

经过大约 5次分形后，电流片厚度达到离子特征尺度；此时分形过程停止，等离子体团的
总数约为 104量级。Singh等人[111]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 𝑆1 = 1012时，需要经过约 13次分形
才能趋于稳定，并且等离子体团的数量达到 108 量级（见表 1）。

表 1 分形电流片特征物理量关系

分形-伦奎斯特数 分形-等离子体团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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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耗散区湍流进行分析后发现，特征尺度（全局尺度与局部尺度）和耗散（经典耗散

和湍流耗散）是决定分形属性的核心因素。在特征尺度方面，我们通过湍流大尺度、湍流

流动属性宏观动力学尺度、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尺度来确定全局尺度和局部尺度。在

耗散机制方面，我们对湍流耗散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其中磁场湍流与流场湍流的分形相

互作用是能量传递耗散研究的重要问题
[8, 9]
。Strauss[112]研究发现，电流片内磁岛的相互作用

会在局部区域内产生湍流电阻，这种湍流电阻不仅加速了撕裂模不稳定性的增长，还会显

著增强能量耗散。Greco等人[95]
进一步发现，强电流片内的湍流结构表现为小尺度的随机电

流片，磁岛与电流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匀性。Bárta等人[96, 97]
揭示了等离子体团

分形过程，指出等离子体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得分形在越来越小的空间尺度上迭代进行;
Gingell等人[98]

发现，不稳定性会使耗散区的演化具有显著湍流特征。Burgess等人[99, 100]
观察

到，在不稳定性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化过程中，电流片内会出现多个薄电流片区域。Akramov
和 Baty[113]

的研究发现，不断增强的磁岛/等离子体团相互作用，会使电流片在全局尺度进入
湍流状态。Nakanotani等人[114]

则发现，随着磁岛间相互作用的加剧，耗散区会逐渐从有序状

态完全演化成湍流状态。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湍流分形与能量耗散的复杂动力学过程，为

理解湍流的多尺度特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3.2 磁重联发展过程
耀斑存在的时间远小于磁扩散的特征时间（例如，对于特征尺度为十兆米量级的黑子，

𝑇 = 104◦C、𝜎=8×1014 Ω−1·s−1 时，磁能扩散的特征时间为 2 × 1010 s）[116]
，为了研究这种巨

大的时间差异，Giovanelli[117] 和 Dungey[118]
最先认识到磁重联机制的存在。Sweet[116] 研究发

现，在太阳大气的剧烈活动中，电流密度会集中分布在薄电流片内，而电流密度的增加加

速了磁能的耗散速度；磁力线的弯曲增强了欧姆耗散过程，磁力线的断开与重联将磁能转

化为等离子体能，这一模型后来被定义为 Sweet重联模型。Parker[119, 120]定量发展了该重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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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由于会议论文集出版得慢，Parker的文章先于 Sweet的发表）。为了纪念他们共同的贡
献，这一重联模型通常被称为 Sweet-Parker模型（SP模型）。

Petschek[121]
对 SP模型进行了重要改进，通过缩短电流片耗散区域的长度并引入慢模激

波，提出了 Petschek模型。该模型表明，当伦奎斯特数达到 108时，重联时间量级与观测到

的耀斑时间量级基本一致。然而，慢模激波的物理起源机制仍不清楚。为了进一步探索这

一问题，许多研究者对 Petschek重联模型开展了深入研究，尝试解释慢模激波的出现原因。
Ugai和 Tuuda[122]

通过对具有适当边界条件的电流片进行数值模拟，发现电流片耗散区

域的电阻率比电流片外部区域的电阻率高 100倍，并且在电阻率急剧变化的区域会出现类
似于 Petschek重联类型的慢模激波。Sato和 Hayashi[123]将电阻定义为电流密度的函数，发现
激波往往出现在电阻变化最快的区域。Scholder[124]进一步研究了激波出现位置与电流片中
心电阻之间的关系。Uzdensky和 Kulsrud[125]

对大伦奎斯特数和小电阻率条件下的类 Petschek
重联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激波会以阿尔芬速度迅速衰减并消失，激波消失后重联率会恢

复到 SP模型的水平。
20世纪 90年代，为了提高重联速率，研究者们提出多流体效应的霍尔（Hall）重联模

型。该模型将耗散区定义为无碰撞等离子体区域，磁能转化为等离子体能时会形成薄而强

的电流片，耗散区包含解耦的离子特征尺度耗散区和电子特征尺度耗散区（电流片宽度 𝛥𝜂

介于离子特征尺度和电子特征尺度之间 𝑑e = 𝑐/𝜔pe < 𝛥𝜂 < 𝑑i = 𝑐/𝜔pi），其中霍尔电流项与

电子压力梯度项是提高重联速率的关键因素
[126]
。这一模型为研究快速磁重联过程提供了新

的视角。

3.3 湍流重联
在湍流的动力学和粒子属性动理学耦合尺度过程中，仅依赖磁雷诺数所得到的湍流磁

能耗散显然无法与观测结果相吻合
[104, 105]

。在霍尔模型提出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对湍流

重联理论开展深入研究。Matthaeus等人[127, 128]
发现有限带宽MHD波动可加快重联过程，但

由于当时计算资源的限制，他们未能明确给出 𝜂 → 0渐近状态下的具体情形。鉴于三维湍
流重联在不同特征尺度上的物理机制更加复杂，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学者们才开始系
统研究三维湍流重联及其耗散区内的湍流耗散过程。在三维重联中，磁场强度与电场强度

之间存在平行分量，三维拓扑结构能更真实地描述耗散过程（见图 4）。
Lazarian和 Vishniac[129]

认为，与传统重联耗散区厚度受经典电阻率影响不同，湍流重联

的耗散区厚度由系统内部的磁场紊乱或漂移决定，从而提出了湍流重联模型（LV99模型）。
Loureiro等人[130]

指出，LV99模型本质是一个三维过程，其重联率的提高是众多微观湍流等
离子体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Kowal等人[131, 132]

的数值模拟 LV99模型，Eyink等人[133]
的湍

流拉格朗日粒子动力学研究，以及 Ciaravella 和 Raymond[134]
对大尺度电流片的研究结果均

支持 LV99模型。Kowal等人[135]
进一步发现，重联过程产生的湍流与 GS95模型（Goldreich

和 Sridhar的重联模型）的类 Kolmogorov湍流具有相似性。Lazarian等人[104]
研究发现，在

预先存在湍流的背景下，LV99模型所得到的重联率与 GS95模型自洽。Kowal等人[136]
还发

现，在三维湍流重联中，撕裂不稳定性仅在初始阶段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演化，耗散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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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b) 2D/3D物理本质对比[167, 177–180]；c) 3D拓扑结构-理论[178]；d)—f) 3D磁场拓扑-模拟[5–14]。高质量真彩图请参考

见 URL: https://pan.cstcloud.cn/s/KZ30tJmtSDw

图 4 三维重联模型

湍流程度逐渐增强，重联率也随之提高。

湍流重联演化过程包含以下三个阶段
[5–14, 32–34, 45–50, 104–106]

：（1）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
段。磁能耗散首先在这一阶段发生，湍流张量高频扰动分量通过线性扰动引发局部区域的

混沌不稳定性，导致耗散区从层流状态转变为紊流状态；此时，局部区域的磁雷诺数很小，

全局区域的磁雷诺数也很小，耗散区整体上不出现显著的湍流过程。（2）湍流粒子属性动
理学到湍流流体属性动力学的过渡阶段。随着耗散区湍流的持续发育，进入湍流粒子属性

动理学阶段后，线性不稳定性逐渐变为非线性不稳定性，此时耗散区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湍

流过程。（3）湍流流体属性动力学阶段。随着耗散区湍流的进一步发展，在湍流粒子属性

https://pan.cstcloud.cn/s/KZ30tJmtS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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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理学和湍流流体属性动力学阶段，不稳定性均充分发育，系统进入复杂的非线性阶段；此

时局部区域磁雷诺数仍很小，而全局区域的磁雷诺数超过 107，耗散区整体表现为成熟湍流

状态。

4 大尺度电流片湍流耗散

4.1 湍流耗散分析的平均场理论
精细演化耗散过程包括湍流产生（线性阶段）、湍流发育（非线性阶段）及湍流成熟（复

杂非线性阶段）三个阶段。在发育成熟的耗散过程中，湍流经历了从流动属性大尺度阶段、

湍流流动属性宏观动力学阶段到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段的演变。整个演化过程展现

出分形、相干和拟序的属性
[95–104, 113, 114]

。等离子体统计物理通过对湍流粒子属性的微观动理

学进行平均集合描述，进而实现对湍流流动属性宏观动力学，和流动属性大尺度特征的描

述。平均场理论则通过将湍流张量分解为不同阶段、不同特征尺度下的低频平均大量和高

频扰动小量，并在不同尺度下进行系综平均、时间平均，从而分析湍流的微观动理学、宏观

动力学、大尺度的湍流耗散过程。在湍流发育成熟的复杂非线性阶段，能量密度的跨尺度传

递和耗散过程在湍流流动属性阶段主要表现为能量随尺度减小的级联传递，而在粒子属性

阶段主要表现为能量耗散。平均场理论通过分析跨时空耦合尺度湍流张量各阶段的湍流粘

性耗散和湍流电阻耗散项，从而实现对湍流精细演化能量耗散的深入研究
[7–9, 32–34, 45–50, 137, 138]

。

（1）流动属性大尺度和湍流流动属性动力学混合尺度阶段。当低频平均大量与高频扰
动小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尺度分离时，通过将它们分别代入偏微分方程，可以得到平均量

和扰动量各自对应的控制方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湍流扰动速度与湍流扰动磁场叉乘进

行时间平均，可以获得湍流电场；随后，将湍流扰动磁场随时间的积分表达式代入湍流电

场，并对时间进行积分，最终得到湍流耗散项。另一方面，当低频平均大量和高频扰动小量

之间存在显著的尺度分离时，需将湍流张量 𝑓 进行分解，并定义小尺度参数 𝛿，以区分随时

间慢变与快变的部分，通过双尺度直接相互近似方法，Yoshizawa[34, 45]
得以建立平均量和扰

动量满足的控制方程，并进一步分析湍流高阶统计项与湍流耗散之间的关系:

𝜉 (= 𝒙), 𝑿 (= 𝛿𝒙), 𝜏(= 𝑡), 𝑇 (= 𝛿𝑡); ∇ =𝜉 +𝛿𝑿 , 𝜕𝑡 = 𝜕𝜏 + 𝛿𝜕𝑇 . (1)

湍流张量可分解为低频平均大量 𝑓 和高频扰动小量 𝑓̃，其数学表达式为:

𝑓 = 𝑓 (𝑿;𝑇) + 𝑓̃ (𝜉, 𝑿; 𝜏, 𝑇) . (2)

将低频平均大量与高频扰动小量分别代入偏微分方程时，会产生湍流扰动值相关的高阶统

计关联附加项。这些附加项导致时均方程组中的未知数数量超过方程总数，使得方程组不

完备而无法直接求解。因此，需要建立描述湍流扰动附加项与时均量之间关系的新方程，以

满足方程组的封闭性，这种模型被称为湍流封闭模型。经典的湍流封闭模型主要分为两类：

1)直接求解法。通过求解各向异性脉动速度相关应力对应的偏微分方程，并对方程中
不封闭的高阶未知项进行统计平均处理，从而实现方程组封闭和可解

[34,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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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构方程法。借助本构方程，建立湍流粘性与湍流时均低频平均大量之间的关系，进
而求解湍流耗散项。根据湍流耗散方程的数量，这类模型可进一步分为：零方程模型，通过

建立混合长度与湍流耗散及时均速度梯度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湍流特性
[139]
；一方程模型，通

过分析湍流耗散与湍流扰动特征尺度及湍流扰动动能的乘积关系，计算湍流耗散项；二方

程模型，根据求解湍流耗散项的具体方法，又可细分为 𝑘3/2/𝑙 模型和 𝑘2/𝜀模型，分别通过
引入湍流动能和耗散率来实现方程组的封闭

[139, 140]
。

（2）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段。在这一阶段，需要引入超粒子的概念（即将大量真
实粒子假想为超粒子），并通过玻尔兹曼方程利用算术平均简化湍流张量，同时定义分布函

数。因此湍动过程可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大于特征尺度的低频平均大量 𝑓 和小于特征尺度

的高频扰动小量 𝑓̃。根据分布函数的描述对象不同，采用的方法可分为两类：当定义的分

布函数只描述真实流体时，被称为粒子云网格（PIC）方法、MHD-PIC方法和实验粒子方
法

[37–44]
；当定义的分布函数可同时描述真实流体和场时，被称为等离子体统计物理理论框架

方法
[7–9, 48–50, 141]

。

4.2 湍流耗散跨时空耦合尺度属性
耗散区湍流的演化是一个跨时空尺度耦合的问题。除了经典的电阻耗散和粘度耗散，

还包含湍流电阻耗散和湍流粘性耗散
[142]
。这些湍流耗散在不同特征长度尺度（characteristic

length scale, CLS）和特征时间尺度（characteristic temporal scale, CTS）下各不相同，如图 5
所示

[7–14]
。

（1）湍流流动属性大尺度阶段。电离度 𝛼di ≈ 0,克努森数 𝑘ns ≈ 10−3 ∼ 10−1，控制方程

为
[8, 9, 32–34] :

𝛿𝜌n

𝛿𝑡
=

𝜕𝜌n

𝜕𝑡
+ ∇ · (𝜌n𝑼n) , (3)

𝛿(𝜌n𝑼n)
𝛿𝑡

=
𝜕𝜌n𝑼n

𝜕𝑡
− ∇ · 𝜇

[
∇𝑼n + ∇(𝑼n)T − 2∇ ·𝑼n𝑰

3

]
+

∇ · [𝜌n𝑼n𝑼n𝑰 + 𝑃n𝑰 − 𝜇′∇ ·𝑼n𝑰] − 𝜌n𝒈 , (4)

𝛿(𝜌n𝑼n𝑼n)
𝛿𝑡

+ 𝛿𝐿rad

𝛿𝑡
+ 𝛿𝐻

𝛿𝑡
=
𝜕𝒆n

𝜕𝑡
+ ∇ · (𝒆n + 𝑃n𝑰 − 𝜇′∇ ·𝑼n𝑰)𝑼n − 𝜌n𝑔𝑼n+

𝐿rad + 𝐻 − ∇ · 𝜇
[
∇𝑼n + (∇𝑼n)T − 2∇ ·𝑼n𝑰

3

]
𝑼n . (5)

公式 (4)和 (5)中，𝜇为经典粘度耗散，𝜇
′ ≈ 𝜉TVD

n = 𝜉TT
n + 𝜉TP

n 为湍流粘性耗散，𝜉TP
n 为

与湍流压力相关的湍流粘性耗散，𝜉TT
n 为与湍流温度相关的湍流粘性耗散。公式 (3)—(5)所

满足的流体本构关系可表示为：


𝑃𝑖 𝑗 = −𝑝𝛿𝑖 𝑗 + 2𝜇𝑆𝑖 𝑗 − 2

3 𝜇𝑆𝑘𝑘𝛿𝑖 𝑗 + 𝜇
′
𝑆𝑘𝑘𝛿𝑖 𝑗

𝑷 = −𝑝𝑰 + 𝜇
[
∇𝑼 + (∇𝑼)T

]
− 2

3
𝜇(∇ ·𝑼)𝑰 + 𝜇

′ (∇ ·𝑼)𝑰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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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𝐿LE: 大涡特征尺度；𝐿M
UA
：动力学阿尔芬波特征尺度；𝐿PT

ξn : 湍流压力粘性特征尺度；𝐿TT
ξn：湍流温度粘性特

征尺度；𝐿S
ηn : 经典电阻特征尺度；𝐿T

ηn : 湍流电阻特征尺度；𝐿i: 离子特征尺度；𝐿PT
ξi
: 离子湍流压力粘性特征尺

度；𝐿TT
ξi
：离子湍流温度粘性特征尺度；𝐿T

ηi
: 离子湍流电阻特征尺度；𝐿K

UA
：动理学阿尔芬波特征尺度；𝐿e: 电子

特征尺度（动理学）；𝐿PT
ξe : 动理学湍流压力粘性特征尺度；𝐿TT

ξe：动理学湍流温度粘性特征尺度；𝐿T
ηe : 动理学湍

流电阻特征尺度；✓: 在该特征尺度上能量发生耗散；×: 在该特征尺度上能量未发生耗散[7–15]。

图 5 不同特征尺度下湍流粘性耗散/电阻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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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𝑺 = 𝑆𝑖 𝑗𝒆𝒊𝒆 𝒋 =
1
2

[
∇𝑼 + ∇𝑼T]。在该尺度下，湍流引起的压力、温度和速度梯度变化

显著，等离子体动能耗散主要转化为内能和部分粒子的动能
[8, 9, 32–34]

。在 0 < 𝛼di < 1阶段,当
中性粒子数超过带电粒子数时，𝜈ei < 𝜈en 和 𝜈ei ≈ 𝜈en 分别对应弱电离和部分电离情况。

（2）湍流流动属性动力学宏观尺度阶段。当 𝑘ns远小于 1时，中性粒子的流体控制方程
仍用公式 (3)—(5)描述，而带电粒子控制方程（𝛼表示带电粒子种类）则表示为

[34, 45–47]
：

𝛿𝜌𝛼

𝛿𝑡
=

𝜕𝜌𝛼

𝜕𝑡
+ ∇ · (𝜌𝛼𝑼𝜶) , (7)

𝛿(𝜌𝛼𝑼𝛼)
𝛿𝑡

=
𝜕𝜌𝛼𝑼𝛼

𝜕𝑡
− ∇ · 𝜇

[
∇𝑼𝛼 + ∇(𝑼𝛼)T − 2∇ ·𝑼𝛼 𝑰

3

]
+

∇ ·
[(
𝜌𝛼𝑼𝛼𝑼𝛼 + 𝑝𝛼 + 𝜂RD

𝛼 + 𝜂RTD
𝛼

2𝜇0
|𝑩2 |

)
𝑰

]
−

∇ ·
[
𝜂RD
𝛼 + 𝜂RTD

𝛼

𝜇0
𝑩𝑩

]
− ∇ · [𝜇′∇ ·𝑼n𝑰] − 𝜌n𝒈 , (8)

𝛿(𝜌𝑼𝛼𝑼𝛼)
𝛿𝑡

+ 𝛿𝐿rad

𝛿𝑡
+ 𝛿𝐻

𝛿𝑡
=
𝜕𝒆𝛼
𝜕𝑡

+ ∇ · (𝒆𝛼 + 𝑷𝛼 − 𝜇′∇ ·𝑼𝛼 𝑰)𝑼𝛼 − 𝜌𝛼𝒈𝑼𝛼 + 𝐿rad + 𝐻−

∇ · 𝜇
[
∇𝑼𝛼 + (∇𝑼𝛼)T − 2∇ ·𝑼𝛼 𝑰

3

]
𝑼𝛼 − ∇ · 𝜇

[
1

2𝜇0
(𝑼𝛼 · 𝑩𝑩)

]
𝑼𝛼+

∇ ·
[
𝜂RD
𝛼 + 𝜂RTD

𝛼

𝜇2
0

𝑩 × (∇ × 𝑩) + 𝜅∇𝑇𝛼

]
. (9)

在弱电离状态下，经典粘性耗散为 𝜇VD
𝛼 = 𝜇，湍流粘性耗散为 𝜇′ ≈ 𝜉TVD

𝛼 = 𝜉TP
𝛼 + 𝜉TT

𝛼 ，经

典电阻耗散为 𝜂RD
𝛼 = 𝜂s

𝛼，湍流电阻耗散为 𝜂TRD
𝛼 = 𝜂TT

𝛼 + 𝜂TP
𝛼 。在高电离状态下（𝑘ns ≈ 10−3,

𝛼di ≈ 1, 𝑣ei >> 𝑣en），湍流电阻耗散占主导（见图 5）[7–14, 32–34]
。

(3)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段。当特征尺度（𝑙CLS, 𝑙CTS）减小到离子特征尺度和电

子特征尺度时，湍流分别进入离子动理学阶段和电子动理学阶段。在此过程中，带电粒子

与等离子体波的相互作用显著增强，粒子高频湍流张量的扰动分量和不同波长的波模之间

的相互作用也更为显著
[169, 181, 182]

。在离子动理学尺度阶段，特征尺度满足以下关系
[5–9, 50, 105, 106]

：

𝐿e < 𝐿CLS < 𝐿i ; 𝜏e |CTS < 𝑙CTS < 𝜏i |CTS . (10)

在此尺度上，重离子表现为粒子属性，而离子和电子仍保留流动属性。随着特征尺度

的进一步减小，湍流进入电子动理学尺度阶段，其特征时空尺度满足：

𝐿CLS < 𝐿e ; 𝑙CTS < 𝜏e |CTS . (11)

在此尺度上，离子和重离子均表现为粒子属性，而电子仍保留流动属性。同时，广义分布函

数由麦克斯韦平衡分布转变为玻尔兹曼非平衡分布，其控制方程为：(
𝛿 𝑓 𝜍n

l𝜉 𝜚 (𝒙, 𝒑, 𝑙, 𝑡)𝛼
𝛿𝑡

)
coll

=
𝜕 𝑓 𝜍n

l𝜉 𝜚 (𝒙, 𝒑, 𝑙, 𝑡)𝛼
𝜕𝑡

+𝑼(𝑷)𝛼 · ∇x 𝑓
𝜍n

l𝜉 𝜚 (𝒙, 𝒑, 𝑙, 𝑡)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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𝑞𝛼 (𝑬 +𝑼(𝑷) × 𝑩) · ∇p 𝑓
𝜍n

l𝜉 𝜚 (𝒙, 𝒑, 𝑙, 𝑡)𝛼 . (12)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流动属性大尺度（公式 (3)—(5)）、湍流流动属性动力学尺度（公
式 (7)—(9)）以及湍流粒子属性动理学尺度（公式 (12)）分别描述了湍流耗散项在不同阶段
的具体表现形式

[7–9, 16, 48, 50, 106, 143, 144]
。为了精确研究湍流耗散的精细演化过程，在研究中必须同

时考虑这些跨尺度的耦合效应，才能准确分析湍流粘性耗散和湍流电阻耗散。

4.3 湍流耗散研究进展
宇宙物质（包括太阳大气大尺度电流片湍流耗散）大部分是由等离子体构成，其能量耗

散过程受电磁力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在大尺度电流片的湍流耗散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科

学问题亟待解答：电阻与粘性等输运机制如何产生? 磁场储存的能量如何快速释放? 耗散区
中各种湍流不稳定性的产生与发育机制是什么? 不同尺度的波如何影响能量的输运和耗散?
这些关于湍流耗散的基本问题，对理解太阳大气活动能量剧烈释放的物理机制具有重要意

义
[5–9, 16–18, 29, 145, 146]

。

在大尺度阶段及湍流流动属性动力学尺度部分电离态阶段，湍流耗散项主要由湍流流

场的切向高频扰动产生。湍流粘性耗散与经典粘性耗散共同作用，使能量密度随尺度减小

逐渐降低，并最终在柯尔莫哥洛夫尺度耗散为热能。对于完全电离的等离子体，在湍流流

动属性宏观动力学尺度阶段，以及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段，等离子体湍流耗散主要

由湍流张量的高频扰动小量导致的湍流电阻产生。湍流电阻耗散与经典电阻耗散共同作用，

使磁能能量密度随尺度减小逐渐降低，并在离子特征尺度和电子特征尺度下耗散为等离子

体的整体热能、等离子体整体动能和部分高能粒子的动能
[5–9]
。

在大尺度电流片的湍流重联耗散区内，湍流张量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极为剧烈，整个

区域的梯度差异显著。在湍流张量梯度变化较小的区域，带电粒子的特征时间尺度、重联

过程的阿尔芬时间尺度、经典碰撞时间以及碰撞平均自由程等参数不满足粒子间强碰撞的

条件，属于典型的弱碰撞区域，其影响可以忽略；而在湍流张量梯度变化较大的区域，粒子

间的强碰撞条件完全满足，属于典型的强碰撞区域，其影响不可忽略
[50, 141, 158–162]

。

等离子体湍流的演化通常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从湍流产生到混沌湍流的简单线性

阶段（湍流张量均匀变化），接着是发育和发展的非线性阶段（湍流张量呈现各向异性），最

后进入充分发育的复杂非线性阶段（湍流张量表现出强烈的各向异性）。在这一演化过程中，

湍流耗散区逐渐偏离麦克斯韦平衡态，最终处于玻尔兹曼非平衡态
[8, 9, 49, 50, 141, 159–161, 163–166]

。当

湍流发展到复杂非线性阶段时，其背后的物理机制主要由宏观尺度过程控制。

除了经典电阻外，湍流过程还会产生异常耗散（反常电阻、湍流电阻、混沌电阻），这些异

常耗散与带电粒子的碰撞时间/频率、密度、种类以及温度密切相关（见表 2）[34, 45–47, 154–157, 162]
。

反常电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等离子体不稳定性是湍流耗散产生
的主要原因

[112, 142, 150, 151, 167, 168]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湍流对带电粒子的散射比库伦碰撞更为有

效（离子声波、阿尔芬波）,这些波与湍流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反常电阻率的产生[143, 147, 150, 151, 169]
；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扰动密度和扰动电磁场是产生湍流电阻的根源
[5–9, 144, 148, 149, 152, 153]

。以下为

有关湍流耗散研究的主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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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反常电阻（𝜂A）或湍流电阻（𝜂T）计算模型

电阻计算模型 考虑的范围 参考文献

𝜂A = 4π
(π

2

)1/2
(
𝑉E

𝑉Thi

)2
𝜔LH

𝜔2
ce

聚变装置 [143]

𝜂T =
(π

2

)1/2 𝜖𝐵2

3𝑛𝑚𝑐2 (𝑇/𝑚)1/2
1
⟨𝑘⟩ 耀斑 [144]

𝜂A =

(
𝑏x

𝐵

)5/2

𝑣A
𝐿1/4 (Δ′)3/4

𝑘3/2 日冕 [147]

𝜂T = 𝜈a/𝜖0𝜔
2
pe 低日冕 [148]

𝜂Am =
2⟨𝛿𝐸2⟩

𝑛𝑚i𝑢
2
i 𝜔LH

1
(1 + 𝑇e/𝑇i)2 空间和实验室等离子体 [149]

𝜂A =
𝑚e

𝑛e𝑞2
e

(
−1
𝐽

𝜕𝐽

𝜕𝑡

)
非麦克斯韦分布等离子体 [150]

𝜂A ≈ 7 × 105𝜂c 日冕 [142]

𝜂A =
𝐸0

⟨𝐽⟩ − 𝑚e

𝑛e𝑒2

(
1
⟨𝐽⟩

d⟨𝐽⟩
d𝑡

)
耀斑 [151]

𝜂G11,𝑖𝑖 =
𝜂3

2

[
𝑈m, 𝑗Δ𝑥 𝑗𝑄 𝑗

(
𝜕𝐵𝑘

𝜕𝑥 𝑗

)
+𝑈m,𝑘Δ𝑥𝑘𝑄𝑘

(
𝜕𝐵 𝑗

𝜕𝑥𝑘

)]
低日冕

[152]

𝜂T = 𝜎−1
T = [𝜎/(1 + 𝜈T/𝜈m)1/2]−1 太阳低层大气 [153]

𝜂eff = 𝜂A ≡ ∑2.0
𝑟c=1.1 𝑟

2
c 𝜈

′
eff𝑟c

(∑2.0
𝑟c=1.1 𝑟

2
c

)−1
耀斑 [154–157]

Davidson和 Gladd[143]
最先发现了波会产生反常电阻率，这为湍流耗散的研究奠定了重

要基础。Ichimaru[144]
探讨了湍流电阻的产生机制，指出其与扰动电磁场对带电粒子的散射过

程密切相关。Strauss[112, 168]通过推导，提出了平均磁场的反常电阻率和超电阻率，进一步完善
了湍流电阻的理论基础。Vainshtein[147]

研究了磁场扰动对反常电阻率的影响，为理解磁场在

湍流耗散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Treumann[148]
研究近地太阳风环境，发现当粒子碰撞平均

自由程远大于粒子特征尺度时，湍流电阻的表现显著不同。Petkaki等人[150]
发现 Lorentzain

分布能显著增强反常电阻，且电子漂移速度每增加 1.5倍，反常电阻的变化高达 100倍。Wu
等人

[151]
对耗散区重联电场进行研究后发现，当 𝐸0较小时，反常电阻率可能由离子声波不稳

定性引起；而当 𝐸0较大时，Buenman不稳定性则为反常电阻率的主要来源。Yoon等人[149]
通

过分析，指出密度扰动、速度场扰动、电场扰动和压力张量的扰动是导致重联区域磁冻结

条件失效的关键因素。

Karlický和 Bárta[142]
通过真实质荷比模拟发现，Buneman和 Kink不稳定性的出现会使

电流片呈现高度分形化特征，且电场分量的增加可使电流片中的反常电阻率达到经典电阻

率的 105 倍。Wu 等人[151]
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存在引导场，带电粒子与扰动电磁场的相互

作用都会在耗散区产生反常电阻。Gudisken 等人[152]
进一步改进了反常/湍流电阻模型。Ma

等人
[170]
发现，由耗散区不稳定性驱动的湍流电阻与经典电阻的比值可达 103 ∼ 104 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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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vodubskij[153]通过观测数据，得到了湍流电导率与湍流粘度之间的关系。Wu等人[154–157]
基

于 Schmidt[172]和 Yoshida等人[171]
的工作,发现磁场梯度的不均匀变化会导致磁矩不守恒和熵

增，从而产生混沌反常电阻；他们认为，反常电阻是电流片载流带电粒子随机过程的结果；

此外，他们借鉴 Numata和 Yoshida[173, 174]
的方法，发现磁尾中的混沌感应电阻比经典碰撞电

阻高 9∼10量级，而耀斑前日冕等离子体中的混沌感应电阻则比经典电阻高出 5∼7量级。
总之，在精细演化的湍流重联耗散区中，由于磁冻结效应失效、多种电离状态共存、湍

流张量随时空剧烈变化（部分区域需考虑粒子间碰撞）以及跨时空尺度的耦合等复杂因素，

湍流耗散的分析要比通常流体更为复杂和困难。这不仅需要考虑带电粒子与扰动电磁场、不

同特征波、磁场构型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须综合考虑磁场、速度场与等离子体之间的耦合

效应。因此，湍流耗散的研究是一项开放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5 研究展望

大尺度电流片精细湍流耗散研究涉及跨时空耦合与湍流能量传递及耗散机制，准确描

述不同尺度高频扰动小量和平均低频大量是湍流耗散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

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5.1 跨尺度耦合湍流研究
（1）湍流分形跨尺度耦合属性。湍流能量传递与耗散跨越了大尺度（全局尺度）、宏

观动力学尺度（全局尺度）和微观动理学尺度（局部尺度）。在大尺度和宏观动力学尺度

上，剧烈的湍流现象实际上是微观动理学尺度上众多微小湍流在全局尺度上的平均集合表

现
[5–9, 46, 47, 104, 105]

。耗散区的湍流演化过程包括混沌产生（线性）、发育（线性—非线性）、成熟

（非线性阶段）以及剧烈湍流（高度非线性）。湍流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又进一步

激发产生变化的磁场，而湍动磁场也会激发产生变化的电场。因此，湍流耗散区充满了变

化的电场、磁场以及电场-磁场的耦合作用。湍流磁场与电场的时空相互作用是一个连续-耦
合-反馈的自洽过程，而湍流从局部尺度到全局尺度的演化，同样是一个连续-耦合-反馈的
过程

[5–9]
。真实描述湍流跨尺度耦合过程是精确研究湍流耗散演化的前提和基础，未来的研

究可以基于等离子体统计理论，定义可同时描述多组分、多丰度、多同位素真实流体（电

子、质子、He、重离子等）和场（电场、磁场、电磁场）的广义分布函数。通过将耗散区等
离子体与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化为假流体与真实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利用分布函数的

不同阶数来同时描述湍流的流动属性和湍流的粒子属性，进而将分布函数分解为系综平均

量（低频大量）和随机涨落量（高频小量），从而求解湍流耗散项。这一方法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
[7–9, 48]

。

（2）湍流各向异性、湍流强度和湍流能谱强度。能谱分析是定量描述电流片精细演化
湍流耗散的主要方式，湍流流动属性动力学特征尺度和湍流粒子属性动理学特征尺度范

围内的湍流特性，直接决定了湍流张量的时空分布，进而决定湍流耗散项的大小和时空分

布
[7–9, 93, 94, 104–106]

。以高能粒子加速为例，由于耗散区湍流张量的时空分布和变化不均匀（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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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变化剧烈，有些区域变化缓慢），粒子加速过程极为复杂。湍流各向异性、湍流强度和

湍流能谱强度能够直接反映耗散区内湍流张量，在全局尺度和局部尺度上的变化方向（哪

些方向变化最大）、强度分布（哪些位置强度最大）以及能量密度（哪些位置能量密度最大）

的空间分布，从而决定粒子在耗散区内的加速运动时间、运动轨迹和最终获得的能量。因

此，湍流各向异性、强度和能谱强度在耗散分析中不能被过度简化或忽略，它们是决定理

论数值结果能否准确反映真实高能粒子能量分布的关键因素
[7–9]
。

（3）湍流滤波理论。平均场理论将湍流张量分解为大于特征尺度的平均低频大量和小
于特征尺度的扰动高频小量，通过忽略特定尺度以上的非定常湍流扰动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研究不同特征尺度下的湍流耗散。与平均场理论中基于特定尺度的时空算术平均不同，滤

波理论通过滤波函数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加权平均，并根据湍流属性选择滤波函数，将其作

为权重因子来描述湍流的各向异性和强度
[33, 34, 46, 47]

；在未来研究中，如果利用等离子体统计

物理方法，来处理动力学-动理学上的湍流耗散，可获得更接近真实湍流耗散的结果[105, 106]
。

5.2 湍流能量传递和耗散机制研究
（1）扰动磁场引发的自生成-自组织机制和扰动流场引发的自反馈-自维持机制。
1)磁场扰动自生成过程。当耗散区内湍流高频扰动量密度与高频扰动量温度梯度不平

行时，磁场扰动自生成现象便会发生。迄今为止，湍流高频小量的时空演化过程中自生磁

场的物理机制尚未完全理清，尤其是跨时空尺度演化的物理机制仍是一个开放性课题。已

有研究表明，这一过程与湍流扰动不稳定性（电阻剪切、扭结、倾斜）以及等离子体不稳定

性波（离子、电子）密切相关。

2)磁场扰动自组织过程。当磁场扰动自生成过程（线性湍流）经过发育（非线性湍流）
进入到成熟阶段（复杂非线性）时，湍流从粒子属性局部尺度微观动理学阶段逐渐发展为

全局尺度流体属性宏观动力学阶段。在此过程中，湍流大尺度相干结构逐渐形成，并在整

个湍流中占主导地位。在全局尺度的宏观动力学特征尺度下，磁雷诺数迅速增大，湍流从

局部无序向全局有序转变。

3)扰动流场自反馈过程。与磁场扰动自生成过程类似，扰动流场自反馈过程与耗散区
内湍流高频速度扰动量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然而，相较于磁场扰动自生成过程，等离子

体自反馈过程表现出更显著的自相似性。在此过程中，新的湍流等离子体团不断生成，而

旧的湍流等离子体团不断消亡，生成与消亡并存。随着非线性不稳定性增强，自反馈过程

愈发剧烈，进一步加剧了湍流的复杂性。

4)扰动流场自维持过程。与磁场扰动自组织过程类似，扰动流场自维持过程表现为等
离子体湍流从粒子属性的微观动理学阶段发展为流体属性的宏观动力学阶段。在此过程中，

大尺度湍流相干结构逐渐形成，并在整个湍流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局宏观动力学特征尺

度下，雷诺数迅速增大，湍流从局部无序向全局有序转变
[5–9, 16, 46–50, 104–106, 169, 175]

。

理清上述四个过程的物理本质是湍流精细耗散分析的关键。观测数据的不断丰富、数

值实验工具的日益完善以及计算资源的空前发展，为理清这些复杂过程的物理机制提供了

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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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湍流耗散区内波-粒子相互作用
从前面介绍可知，耗散区内的等离子体已显著偏离麦克斯韦平衡态，处于玻尔兹曼非

平衡态。在湍流张量梯度差异极大且变化剧烈的区域，粒子间的强碰撞条件得以满足，这

种强碰撞，不可忽略；而在梯度变化平缓的区域，粒子间的强碰撞条件不满足，属于典型的

弱碰撞，其影响可忽略不计（见表 3）[4, 154–161, 165, 166, 169, 175, 176]
。

表 3 湍流耗散区库伦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159–161]

𝑛/cm−3 𝑇 /K 𝜆D/cm 𝑑e/m 𝑑i/m 𝜔ce/s−1 𝜈m
ei /s

−1 𝜆mfp/km
106 106 7.4 5.32 22.78 (1.9 ∼ 5.8) × 1010 46.8 × 10−3 1.45 × 104

109 106 0.234 0.16 7.2 (1.9 ∼ 5.8) × 1010 39.8 17

注：𝜆D =
𝜖0𝑘B𝑇e

𝑛𝑒2

1/2
= 740𝑇ev/𝑛1/2，𝑑e =

𝑐

𝜔pe
=

𝑐𝑚1/2
e

2π1/2𝑛1/2
e 𝑒
，𝜆mfp =

64
√

6π𝜖 2
0 𝑘B𝑇

2

𝑒4𝑛 · ln 9𝑁D

以高能粒子加速为例，湍流耗散区内的等离子体波在磁能与等离子体能传递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粒子从低能级加速至高能级的过程中，将会跨越湍流粒子属性微观动理学阶

段、湍流流动属性宏观动力学阶段以及大尺度阶段。此时，粒子加速也不再受限于平行电

场加速和激波加速。湍流张量场间的耦合与反馈自洽过程使得等离子体内波与高能粒子间

的相互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具体表现为，当等离子波（阿尔芬波、回旋波等）的频率与粒子

自身的共振频率接近时（波-粒子共振），或不同加速粒子间的共振频率接近时（粒子-粒子
共振），将会产生共振加速过程

[2, 4–9, 16, 20, 165, 166, 169, 175]
。通过利用等离子体统计物理框架下的玻

尔兹曼方法
[5–9, 16, 48, 50, 105, 106]

，可以建立湍流张量与分布函数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分布函数来描

述波-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对非平衡态高能粒子加速及起源的深入研究[4, 16, 169, 175]
。

6 结 论

国际上，帕克太阳探针的运行为大尺度电流片的精细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

使得通过原位探测手段来分析和验证电流片内部湍流分形属性成为可能。国内，以太阳极

轨天文台和抵近探测为代表任务的实施，为未来利用原位探测技术深入分析大尺度电流片

提供了更好的观测平台。我们认为，湍流耗散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向。

（1）电流片三维湍流重联。当耗散区的湍流磁场与湍流电场存在平行分量且磁场强度
非零时，传统的 2D/2.5D模型因物理缺失无法准确描述部分物理过程。以高能粒子加速为
例，粒子在耗散区的运动轨迹极为复杂，需采用三维湍流重联模型以更准确地描述其加速

过程
[167, 177–180]

。

（2）电流片等离子体多组分-多丰度-多同位素。太阳内部产生的磁场通过太阳活动以等
离子体动能、高能粒子和电磁辐射的形式向日地行星际空间传播。电流片湍流耗散区的等离

子体由多组分、多丰度和多同位素组成，因此，精细耗散研究不能对其进行简化处理
[7–9, 23–27]

。

（3）湍流耗散区粒子碰撞/相互作用。粒子间的碰撞与相互作用包括粒子间距大于德拜
长度和小于德拜长度的情况，以及粒子间距大于碰撞自由程和小于碰撞自由程的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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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散区的某些区域内，湍流张量梯度剧烈变化，粒子间碰撞不能忽略
[158–161, 165, 166, 176]

。以粒子

加速研究为例，碰撞过程涉及中性粒子与带电粒子的碰撞以及不同种类、丰度、同位素的

带电粒子之间的碰撞
[4, 7–9, 23–27]

。

（4）基于超算先进算法。大尺度耗散区的精细演化湍流耗散项在不同特征尺度下具有
不同的表达式，数值模拟对计算资源的需求极大，需利用超算完成。以高能粒子加速为例，

为准确刻画粒子在耗散区跨时空耦合尺度的加速过程，需在每个时间步、空间步、动量步

中考虑不同耗散项的表达式，并判断超粒子的碰撞、传递、返回过程，计算量会随计算规模

呈指数增长。近十年来，我国超算的算力已达到国际水平，为大规模计算提供了坚实的硬

件基础和软件环境。基于更真实的解析或半解析方法，研究不同时空尺度的湍流耗散（数

学模型、数学算法、并行程序）已成为当前的研究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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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Dissipation-diffusion on the Fine Structures of the
Turbulent Current Sheets in Solar Flares/CMEs

MA Zhikuo1,2,3,4, FU Zehua1,2,3,4, LI Yan1,3,4, ZHAO Yang5,6, LI Yongbing5,6,
WANG Wu7, YAN Hui8, ZHONG Ying8 , ZHU Bojing1,2,3,4,9

（1. Yunnan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16, China; 2.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enter for Astronomical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4.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Solar 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 Kunming 650126, China; 5. College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6.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Geodynamics & Key Labora-
tory of Earth System Numerical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7.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 National Supercomputer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3, China; 8. National Supercomputer Center in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9.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pace Weather, 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Solar flares/CME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energy conversion from magnetic energy to plasma’s

thermal, kinetic, and nonthermal energies, are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space weather disasters. The turbulence-

induced dissipation-diffusion under different hydro-dynamic-kinetic coupled scales by considering the turbulence-

resistance-induced self-generated organization and the turbulence-viscosity-induced self-feeding-sustaining, i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classical viscosity and resistivity, generating two fully coupled mixed dissipation processes.

Here, we review the turbulent viscous dissipation and turbulent resistance dissipation during the fine-structure evo-

lution process of fractal turbulent large temporal-spatial current sheet theoretical model from theoreyical, obser-

vational, and simulation perspective. First, we summarize various classical large temporal-spatial current sheet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roduce their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s in turbulence-induced viscous and resis-

tive dissipation-diffusion fields. The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urbulent dissipation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discussion and outlook highlight sever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large temporal-spatial turbulence fractal current sheet; turbulence-induced visicosity dissipation-diffusion;
turbulence-induced resistivity dissipation-diffusion; mean-fie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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